
十六国时期政权的合法性建构和大一统观念

———以国号和政权建立者称谓为例

秦 　 琼

　
摘　 要　 十六国时期国号来源有中原地域称谓、此前已使用国号、政权建立者爵位等。政权建立者称谓来源有
汉代职官、爵位、胡族本有称号等。十六国政权建构从中央与地方关系、承袭正统、五德终始说等角度接续正

统，寻求合法性支撑。胡汉政权建立者之称号往往结合地域而自称，呈现出由低向高的变化脉络。诸政权之间

又以授予和接受称号作为上下之别和政权归属的辨别方式。称号高下之别的标准是汉晋职官和爵位体系。十六

国时期常给人大分裂时代传承断裂之错觉，但从政权合法性建构路径来看，秦汉以来 “大一统”观念未削弱，

被胡族政权认同，还发展出新变化。十六国时期 “胡”与 “汉”交融呈现出从 “多源”走向 “混一”的中华

民族形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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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之名得于北魏崔鸿所撰 《十六国春秋》，一般指成汉建立到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之间的时段。

其本意指北方和西南地域范围内的十六个政权，实际上并不止，还有鲜卑段氏、仇池杨氏、丁零翟氏等。这

些政权建立者除前凉、西凉、冉魏之外，基本上是胡族。胡汉融合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亦是诸政权合

法性建构必须面对的问题。胡汉交融视角下的政权合法性建构，可略为四层：其一，胡汉杂居已是常态，对

内需取得胡、汉双重认可；其二，胡汉政权并立，对外需处理与其他胡族政权和汉族政权的关系；其三，东

晋承袭西晋短暂统一，成观念中正统，如何对待东晋；其四，统治者血统差异。

十六国常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史上的大分裂时代，但也深受此前大一统王朝影响。“大一统”是在先秦时

期孕育，在西周政治制度基础上丰富发展而来的政治观念，强调 “天下国家”，为众多政权主政者追捧和认

同，也影响到不同时期政权合法性建构。中国古代 “大一统”观念内涵自先秦至魏晋伴随历史嬗演而不断变

迁，影响十六国政权合法性建构的主要是秦汉以来 “大一统”相关的政治制度、理论学说、正统观念等。韦

伯认为正当性的基础有三个：传统、信仰、成文规定，而 “一种社会秩序由于传统的神圣性而具有效力，乃

是最古老、最普遍的正当性类型”。① 秦汉魏晋数百年传承加深了这些政治制度、理论学说、正统观念的神圣

性。十六国时期政权合法性建构，学界前贤曾从正统之争、夷夏之辨、胡人汉化等角度展开，从天命、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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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绩、血缘、玉玺、五德等角度着手①，多有启发。国号和政权建立者称谓是政权宣告的核心要素，十六国时

期胡汉政权林立，称号选用和变化展现出政权合法性建构的内在逻辑。

一、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下的旧称

十六国时期甘肃河西之地建立了前凉、后凉、西凉、北凉、南凉五个政权，其建立者出身于汉、氐、鲜

卑三族，却不约而同择 “凉”为号，而 “凉”本意为寒凉，源于中原视角下的西北寒凉之地。胡汉政权借助

“凉”称，以地方从属中央的角度接续汉代传承，从而建构政权合法性。战国时就已经实行的郡县制被秦始

皇推行全国，秦、汉的中央集权制度，确立了中央直接管理地方行政机构的传统，那么中央授权或者认可，

就可以成为地方行政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伴随秦、汉、西晋的疆域沿革，行政区划多有变化，但整体上看，

地方归属于中央管理的传统被延续。即便是以往的大一统王朝已经消亡，该政权任命的地方官可能仍有主政

该区域的权力，成为其建构自身政权合法性的支撑。这一合法性建构的脉络往往以政权称谓和主政者称号来

呈现，而地方行政区名称和官职结合紧密，使得行政区名称在政权合法性建构中的价值进一步凸显。秦、汉、

西晋行政区名称前后相承，又使政权不仅可以从西晋接续合法性，还可以接连疆域更为辽阔的两汉。

（一）河西汉族政权对汉代行政区称谓的沿用

西晋地方官在西晋灭亡后，从某一地方行政区实际控制者转变为独立政权主政者，其合法性建构直接依

托西晋而来，政权称谓可以直接沿用西晋时行政区称谓，且此前的官职和爵位名称又与行政区称谓一致。五

凉之中建立最早的政权是前凉，由原西晋凉州刺史张轨和副凉州刺史张萛建立。张轨本西汉皇室赵景王张耳

的十七世孙，母亲为陇西辛氏，曾被任命为西晋凉州刺史。其生前并未称帝，“武王”之称和 “太宗”庙号

都是张祚追尊。张轨死前遗令 “文武将佐咸当弘尽忠规，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②。历经张萛、张

茂、张骏等，直到张祚才僭越为帝，仍以 “戎狄乱华，胡、羯、氐、羌咸怀窃玺”为理由，还以 “往受晋

禅……待扫秽二京，荡清周魏，然后迎帝旧都，谢罪天阙”③ 勾勒一幅远景图。是故，从张轨到张祚虽然完

成了从地方割据到独立政权的转变，仍需以西晋属官来支撑其政权合法性，因 “中原丧乱，华裔无王”被迫

建立政权，作权宜之计。该政权源于张轨之凉州刺史，张祚即王位之前为凉州牧、凉公，以 “凉”为称，呈

现了这种合法性。

以 “凉”为政权称谓，直接来源为各阶层对于河西及周边区域的称谓认同，背后是汉代行政区划沿革与

职官。凉州刺史之职来源于西汉时的十三州部刺史。如果从该区域实际治理的角度来看，地方行政区主政者

与独立政权建立者一脉相承。即便是该地方行政区归属的中央政权发生更迭，也没影响地方称谓和主政者权

力。五凉政权覆盖区域主要与河西走廊相关。汉代政权视角出发，河西四郡乃至西域地处西北寒凉之地。西

汉时于此 “列四郡，据二关”，即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和玉门关、阳关。《汉书·地理志》中便载

“凉州之畜天下饶”④。汉代凉州曾是 “十三州部”之一，设凉州刺史，曹魏重设凉州，治所为武威郡姑臧县，

西晋时，凉州成为十二州之一，再设刺史。“凉”自西汉以来就作为地方行政区的名称使用。是故，十六国

时期政权的 “凉”之称接续于汉代凉州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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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西胡族政权对汉代行政区称谓的沿用

汉代之行政区划不仅在汉族民众中深入人心，亦影响到胡族，从而使得十六国时期胡族政权合法性建构

亦沿用旧称。如果说张轨一系是汉人，前凉更接近汉族政权更迭传统，那么后凉、南凉、北凉则呈现了胡人

政权合法性建构路径。后凉吕光为略阳氐族人，且世为氐族酋豪，追随苻坚，屡建奇功，于建元十九年

（３８３）被苻坚任命为使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出征西域。建元二十一年 （３８５）吕光得胜东归，击败前秦
的凉州刺史梁熙，占据姑臧自立。然而，一直到龙飞元年 （３９６）才以 “凉”为国号，立吕昭为皇太子。梁

熙生前为前秦苻坚任命的凉州刺史，吕光斩杀梁熙后 “自领凉州刺史”①。吕光与梁熙同归属于前秦，且此时

吕光并不知道苻坚离世。吕光与梁熙之争未有前秦干涉，却要以 “凉州刺史”的职位来确认。故知，虽然氐

族争斗，仍以此前行政区职位来确认胜利者，从前秦寻求政权合法性支撑，也会以行政区原有称谓 “凉”作

为政权名号，并未因前秦为氐族所建，而有差异，呈现出各方力量对于 “凉州”之名的认同。

北凉虽从后凉分出，但从建立者族属来看并不一样。北凉实际建立者沮渠一支为卢水胡，因其先祖出任

匈奴沮渠之职，以此为氏。虽然不详沮渠蒙逊和沮渠男成推举段业的真实用意，但客观上缓解了政权合法性

来源问题。段业本为后凉任命的建康 （甘肃酒泉）太守，自己改年号建立政权，逻辑上是段业反叛。沮渠蒙

逊斩杀段业，符合道义。段业改元神玺时，自称凉州牧，后称凉王，而沮渠蒙逊被推举时亦称凉州牧。州牧

在汉成帝时就设立，东汉灵帝再设，实为地方总管。凉州牧与凉州刺史一样，不仅是 “凉”这一地域称谓的

认同，也是汉代官制遗存。无论是段业，还是沮渠蒙逊，建立政权也都没离开凉州的最高官职。

（三）“燕王”自称到被正统授予

沿用旧称来建构政权合法性，离不开地域认同，但十六国时期沿用旧称而选择国号并不完全限于地域。

十六国时期五个以 “燕”为号政权的建立者有鲜卑人也有汉人，择 “燕”为号更多是基于 “燕王”之称。鲜

卑各部起源与关系、慕容鲜卑名称由来等，学界已有研究②，十六国时期最早以 “燕”为号的前燕政权，其

皇室为慕容蝅一支。慕容蝅与两晋的联系可作为分析 “燕”之称来源的线索。慕容蝅曾对众人说 “吾先公以

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何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③ 还遣使称臣于西晋，西晋

覆灭，又臣属东晋。石勒遣使希望通和时，慕容蝅拒绝，将使者直接送至建业。慕容蝅写给陶侃的信中表达

了对 “燕王”称号的请求，载为 “王涂崄远，隔以燕越”，使者未达，再写 “方今诏命格局，王路崄远……
今燕之旧壤……悉为虏庭，非复国家之域。将佐等以为宜远尊周室，近准汉初，进封蝅为燕王，行大将

军事”④。

虽然慕容蝅 “燕王”之称 “朝议未定”，慕容蝅就去世了，但大略可看出 “燕”之称的缘由。慕容蝅基

于掌控区域，希望能够获得名义上占据 “燕之旧壤”的权力，所以向东晋请求获得 “燕王”称号，并列举了

西周和西汉的史实作为理由。由此，慕容蝅 “燕王”称号的历史渊源在于西周和西汉分封传统。“召公，

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⑤ 西汉开国功臣卢绾随刘邦讨伐臧荼之后，曾受封燕

王⑥，而臧荼本是秦朝燕地将领，后随项羽征战，被封为燕王。慕容蝅在信笺所述，盖欲仿照卢绾征讨臧荼，

代晋征伐燕地。

未被正式授予的 “燕王”称号只能是自称，但被袭用。慕容蝅第三子慕容?继位后成帝曾授予 “镇军大

将军、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持节、都督”⑦ 等称号，并不包含 “燕王”。慕容?属臣封弈等人认为慕容

? “任重位轻，宜称燕王”，而慕容?也在咸康三年 （３３７）“僭即王位，赦其境内”。换言之，此时慕容鲜卑之
“燕王”称号仍为自称。慕容? “虽称燕王，未有朝名”，所以派遣刘祥 “献捷京师，兼言权假之意”⑧。上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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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卷 １２２ 《吕光载记》。
学术史梳理可参见高然：《慕容鲜卑与五燕国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康准永：《慕容鲜卑历史若干问题研究》，
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２０年。

④　 《晋书》卷 １０８ 《慕容蝅载记》。
《史记》卷 ３４ 《燕召公世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
《史记》卷 ９３ 《卢绾传》。

⑧　 《晋书》卷 １０９ 《慕容?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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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写信给庾冰表达其意。庾冰、何充等人 “以其绝远，非所能制”，“奏听?为燕王”①。直至晋成帝派遣郭

希授予慕容? “侍中、大都督河北诸军事、大将军、燕王”② 称号，才标志着慕容? “燕王”之称得到东晋

正式认可，有其合法性来源。东晋作为观念中的正统传承，使得 “燕王”具有了中央授予地方官员称号的正

统性。“燕王”称号从自称到具有合法性来源，经历了两代人的努力，慕容鲜卑倍感珍惜，后被长期袭用，

未因争斗而被废弃，直接影响了五燕政权的合法性建构。

（四）“燕王”袭用与五燕国号

前燕择 “燕”为号源于慕容蝅、慕容?对 “燕王”之争取，慕容儁以 “燕王”僭越为帝，将 “燕”晋

升为皇帝国号。然慕容儁 “燕王”称号是先沿袭，后被授予，这也说明 “燕王”称号之世袭本应得到观念中

正统政权的确认。慕容?为燕王时，慕容儁就被拜为 “燕王世子”。慕容?死后，慕容儁于永和五年 （３４９）
“僭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国故事称元年，赦于境内”，同年穆帝派陈沈 “拜儁为使持节、侍中、大都督、都督
河北诸军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将军、大单于、燕王”③。慕容儁称帝前，有儁 鸟筑巢于慕容儁正阳殿之西
椒 “生三雏，项上有竖毛”，被认为是祥瑞，“言大燕隆兴”④。该故事虽神异，解释牵强，但说明 “大燕”

为当时共同认可之名。

后燕和南燕择 “燕”为号得自 “燕王”自称，可视作缺少正统政权认可的子承父号。后燕慕容垂是慕容

?第五子，淝水之战后图谋自立，于 “太元八年 （３８３）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
元”，立慕容宝为 “燕王太子”⑤。南燕慕容德 “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为建平”⑥ 之前曾 “依燕元

故事，称元年，大赦境内”⑦。“燕元”是慕容垂的年号，慕容垂曾在该年自称 “燕王，承制行事”。故知，慕

容德南燕之 “燕”称乃模仿慕容垂而来。

西燕未单列于 《十六国春秋》，遂不在 “十六国”之属，但亦以 “燕”为号。西燕慕容泓为前燕慕容儁
之子，又以 “燕兴”为年号⑧，显其遵燕认同。慕容泓被高盖、宿勤崇等人杀害后，慕容冲被立为皇太弟，

而慕容冲同为慕容儁之子。西燕皇室因血缘择 “燕”为号，延续鲜卑慕容儁 “燕王”而来。

地域认同似乎是择 “燕”为号的唯一标准，其实不然。慕容蝅的曾祖莫护跋在曹魏初 “率其诸部入居辽

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⑨ 慕容蝅以 “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乃移居

之⑩。因此，棘城被认为慕容鲜卑隆兴之地，皇室多归为棘城人。慕容?于咸康七年 （３４１）迁都龙城，龙城
又多被沿袭为都，故给人以地域认同而用 “燕王”之感。然而，西燕经略长安，建都山西长子，疆域范围未

及棘城和龙城，不符合基于地域而认同 “燕”的标准。

北燕突破慕容鲜卑皇室血统，以汉人择用 “燕”号，于 《十六国春秋》单列。北燕冯跋本为毕万之后，

毕万子孙 “有食采冯乡者，因以氏焉”瑏瑡。冯跋 “以太元二十年 （３９５），乃僭称天王于昌黎，而不徙旧号，即
国曰燕，赦其境内，建元曰太平”瑏瑢。“即国曰燕”一方面是冯跋政权由来，另一方面是基于统治区域而团结

鲜卑需要。后燕正始元年 （４０７），高云杀后燕慕容熙，后又被宠臣离班、桃仁作乱，冯跋平息叛乱之后被推
为主。虽然此前冯跋就参与推翻慕容熙的密谋，但毕竟平定叛乱，沿用 “燕”号有益于政权合法性建构，团

结后燕原有力量。

可见，“燕王”称号较早来源于西周、西汉的分封，即便是魏晋以后的鲜卑仍从中汲取称号授予理由。

慕容鲜卑 “燕王”之称最初是自称，以服务晋朝为由，并借助鲜卑与两晋联系而请求赐予。西晋为大一统王

朝，东晋传自西晋得正统之位，即便丧失燕地，却仍有分封 “燕王”之名义。故授予的 “燕王”称号在慕容

鲜卑皇室中代代相传，直接影响了慕容鲜卑之国号择用。正统观念影响之下，“燕王”称号广传，尤被慕容

１８１

①

③

⑤

⑥

⑧

⑨

瑏瑡

②　 《晋书》卷 １０９ 《慕容?载记》。

④　 《晋书》卷 １１０ 《慕容儁载记》。
《晋书》卷 １２３ 《慕容垂载记》。

⑦　 《晋书》卷 １２７ 《慕容德载记》。
《晋书》卷 １１４ 《苻坚载记》。

⑩　 《晋书》卷 １０８ 《慕容蝅载记》。

瑏瑢　 《晋书》卷 １２５ 《冯跋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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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各阶层认可，遂有号召之力，并在沿用过程中，突破了皇室家族血缘和地域的限制。

五凉和五燕都是从中央与地方角度接续正统以建构政权合法性，但五凉多源于行政区划和相应的职官、

爵位，五燕却源于分封，直接原因是两区域分居西北和东北，进入中原政权的时间不同。西周大行分封，秦

用郡县，汉初仍沿用，而 “列四郡，据二关”进入大一统王朝管辖之初，即为地方行政区。

二、接续大一统王朝

秦朝冲破传统华夏，汉武帝向北突破长城，向西凿空，胡汉交往交融在大一统王朝这个载体内更为便利、

深广。大一统王朝制度和传统等较边疆具有先进性，又以职官称谓、爵位制度等呈现。秦朝横扫六合，汉代

“四守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西晋虽然短促，却为秦汉后又一大一统王朝。数百年传承的政

治制度、理论学说、正统观念等具有神圣性，甚至政权称号都成为十六国时期赢得认同的工具。

（一）沿用正统王朝国号

从以往大一统王朝影响中寻求支持，是十六国时期政权合法性来源的重要路径，不仅可沿用行政区名称，

还可沿用大一统王朝的国号，如前秦、后秦、西秦、夏、成汉。十六国时期前秦、后秦、西秦均以 “秦”为

号，建立者分别为氐族苻洪、羌族姚苌、陇西鲜卑乞伏国仁。三人族属不同，但籍贯都在先秦秦国之境①。前

秦苻洪为略阳临渭氐人，先世为西戎酋长，苻洪自择称号中有 “三秦王”，死前还曾告诫苻健 “关中形胜，

吾亡后便可鼓行而西”②。苻氏择 “秦”为号有秦朝建立大一统王朝丰功伟业的影响。前秦灭前凉之后，苻坚

曰 “彼种落杂居，不相统一，不能为中国大患，宜先抚谕，征其租税，若不从命，然后讨之”③。氐族政权以

“中国”自居，胡汉融合之外也是其自我身份认识的界定。

淝水之战后，姚苌自称 “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大赦境内，年号白雀”④，反叛前秦建立政权，却

仍以 “秦”为号。姚苌曾向败亡的苻坚索要传国玉玺，苻坚怒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玉玺授汝

羌也。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⑤ 苻坚所述反衬出姚苌欲接续秦之意。乞伏国仁在苻坚

败亡之前就曾置酒高会，并言：“苻氏往因赵石之乱，遂妄窃名号，穷兵极武……疲弊中国，违天怒人，将何

以济！”⑥ 乞伏国仁同是反叛前秦，择用 “秦”号，还说苻氏窃夺，可显其欲承袭秦之伟业。

三国之际的蜀汉被誉为两汉传承正统，“蜀汉”成为接续汉代的桥梁。李雄建国时称 “成”，而李寿改

“成”为 “汉”。从世系来看，李寿是李雄的堂弟，似 “改朝”而非 “换代”，可以不改国号。李寿攻克成都

后改国号为 “汉”，改年号为 “兴汉”。李寿先为汉王，沿袭汉王封号，似有渊源，但 “兴汉”年号和成都地

域相合，凸显蜀汉承袭，以此表示承袭汉代，掩盖自己反叛的事实，完成自己政权合法性建构。李寿为氐族，

故两汉兴盛为十六国时期的胡汉共识，争相传承。

李寿称帝之前，罗恒、解思明等人劝说李寿 “称镇西将军、益州牧、成都王，称藩于晋”⑦。故知，李寿

称帝前至少有两个选择：其一，向东晋称藩以自立；其二，直接称帝。前者直接解决李寿反叛李期的问题，

从形式上臣服于晋之正统。后者不仅要面对反叛，还要处理与东晋之关系。以 “汉”为号，内含对抗东晋之

意。以蜀汉传承对抗东晋，似更为有力。

赫连勃勃以匈奴华夏祖先同源进行形象塑造，择 “夏”为号，在政权合法性建构中通过接续华夏对抗东

晋和北魏。赫连勃勃为匈奴之后，义熙三年 “僭称天王、大单于，赦其境内，改元龙升”。⑧ “匈奴夏后氏”

较早源于 《史记》所载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⑨。该观点争议不少，真实性暂不讨论。赫连勃勃选

２８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胡阿祥：《吾国与吾名：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 １２７页。
《晋书》卷 １１２ 《苻洪载记》。
《资治通鉴》卷 １０４ “晋孝武皇帝太元元年”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
《晋书》卷 １１６ 《姚苌载记》。
《晋书》卷 １１４ 《苻坚载记》。
《晋书》卷 １２５ 《乞伏国仁载记》。
《晋书》卷 １２１ 《李寿载记》。
《晋书》卷 １３０ 《赫连勃勃载记》。
《史记》卷 １０１ 《匈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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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以 “夏”为号，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对于此观点的认同。年号 “龙升”，似有龙飞升天之意，而龙长期被

作为华夏图腾，辅以年号，更显胡汉交融。

同为匈奴出身的刘渊沿用 “汉”号，欲从承袭两汉传承中建构自身合法性。西汉至十六国之间，匈奴通

过战争、和亲、臣属、内迁等多种形式不断与中原政权交织。刘渊本新兴郡匈奴人，冒顿单于之后，南匈奴

刘豹之子，于晋惠帝永兴元年 （３０４）称汉王，未称帝的原因是：“今晋氏犹在，四方未定，可仰尊高祖初法，
且称汉王，权停皇帝之号。”① 先称汉王，不称皇帝，不是不想，而是遵循两汉传统。在称 “汉王”之令中历

述汉代传承，并将自己接续于此，直接将晋政权归为窃夺正统的角色，为自己谋得了道德上的制高点，从而

完成自身政权合法性建构②。这些说辞客观上明确了刘汉政权与西晋政权的关系，从而使其面对西晋时，有了

两汉传承的支撑。两汉和西晋同样是大一统王朝，但显然两汉更加深入人心，且在胡族政权合法性建构过程

中成为对抗西晋的支点。

（二）从 “抗晋”到 “承晋”的接续转变

东晋延续西晋得名义正统，但从大一统王朝传承来看，两晋截然不同。西晋存世，胡族政权欲承接正统，

需要追溯更早的两汉，对抗西晋，而西晋灭亡之后，西晋本身成为追溯对象，东晋成为胡族政权建构过程中

抗击对象。十六国时期政权接续对象的转变，呈现出正统与大一统王朝之别，即没有统一疆域的王朝可得正

统传承，但不在大一统王朝之列。

以 “赵”代 “汉”这一改朝之举可为政权合法性建构中对抗西晋向接续西晋转变的线索。刘渊之汉与刘

曜之赵，两个国号选择有诸多实用③，同时也可从接续正统角度加以考量。“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

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刘渊认为 “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故 “且可

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④ 其择汉为号直接承袭蜀汉，间接承袭两汉。

刘曜僭越皇帝之位后，改国号为 “赵”，名义上去 “汉”之影响，实为接续正统传承。刘曜是刘渊的族

侄，曾跟随刘渊、刘聪征战，又平定靳准叛乱，而且皇帝刘粲是被靳准所杀。从逻辑来看，刘曜平定叛乱有

功，继帝位可不改国号，但光初二年 （３１９）仍改国号为 “赵”。根据刘曜的理由和呼延晏等人解释来看，改

国号并非否认匈奴出自夏后，此前立汉祖宗之庙是因为 “汉有天下岁久，恩德结于民庶”⑤，现在改国号是

“今宜承晋，母子传号”，择 “赵”为号是依据分野和五德终始而来，即 “本封卢奴，中之属城，陛下勋功，

懋于平洛，终于中山。中山分野属大梁，赵也”，同时 “遵以水行，承晋金行”⑥。

以 “赵”代 “汉”表面上改变政权合法化建构的接续源头，其内在接续正统意图并未变化。田余庆曾就

“不与刘、石通史”⑦ 进行分析，言 “刘渊援司马颖起兵，先已分享强藩名分；如果能进一步从司马颖手中取

得政权，那就是中原正朔，上国衣冠，华夷都将归心于他”⑧。西晋存亡是重要节点。前赵建立时的元熙元年

（３０４），西晋仍存，但以 “赵”代 “汉”（３１９）和石勒建立后赵 （３１９）则在西晋灭亡 （３１６）之后。刘渊选
择国号时需要面对西晋，故需要从更早的汉代寻求支撑。西晋灭亡之后，反而可从已覆西晋中接续，所以改

变国号。

争取胡汉认同是十六国政权合法性建构的实际需要，接续正统，借助正统传承体系可提升政权合法性。

五德终始的观念在汉代就已广传，服务于政权合法性建构，也为刘曜和石勒袭用。曹魏以土德继汉，西晋以

金德继曹魏，前赵 “遵以水行，承晋金行，国号曰赵”。咸和三年 （３２８）“茌平令师飀获黑兔，献之于勒”，
程遐等认为 “于晋以水承金，兔阴精之兽，玄为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⑨。石勒在这一年大赦全

境，改年号 “咸和”为 “太和”。此时正处于后赵与前赵征战之际，石勒以大赦和改元呈现出对以 “水”继

“金”的认可。从西晋之 “金”，到赵之 “水”，符合五德变迁，其否定西晋政权，却实为模仿正统传承而进

行政权合法性建构。

３８１

①

②

③

⑤

⑦

⑨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 ２ 《前赵录二》。
④　 《晋书》卷 １０１ 《刘元海载记》。
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 ３期。

⑥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 ６ 《前赵录六》。

⑧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２６、２９页。
《晋书》卷 １０５ 《石勒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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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赵”代 “汉”于政权合法性建构而言，至少有两点亦需关注，其一，刘曜基于稳定自身统治需要，

强化其自己，弱化刘渊；其二，以 “赵”代 “汉”客观上强调地方认同，但未否定正统。五德观念和分野之

说都曾服务于正统建构。刘曜所述得益于 《史记》支撑，而 《史记》出于汉代。以 “赵”代 “汉”表面上

强调匈奴，实则建构自身，匈奴与汉是政权建构中需要同时争取的两方力量。石勒和刘曜族属不同，“石勒字

世龙，初名C ，上党武乡羯人也。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①。刘曜为刘渊之族子，而刘渊为匈奴人，冒顿之
后。一个匈奴后裔，一个出身为羯，在激烈争斗过程中却都选择了以 “赵”为名，都以五德终始作为建构政

权合法性路径。是故，刘曜和石勒承接魏晋之根源在于接续正统。

五德终始观念可视作十六国时期胡族政权融入正统传承的切口。“自秦汉直至宋辽金时代，五德终始说

一直是历代王朝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② 北魏高闾认为汉刘为火德，曹魏承汉为土德，晋承魏

为金德，赵承晋为水德，燕承赵为木德，秦承燕为火德，强调 “秦之未灭，皇魏未克神州，秦氏既亡，大魏

称制玄朔”③。十六国前接西晋，后续北魏，能够入五德之说的却只有前后赵、前燕、前秦。若是以胡为限，

十六国时期的胡族政权并不限于此。从前秦与北魏的传接来看，占据神州是标准之一。入五德更迭的政权虽

存世长短不一，但极盛时都曾占据北方主要区域，十六国时期的前后赵、前燕、前秦符合占据神州，且未因

胡族而被排斥在外。是故，政权进入正统传承的标准之一是地域上需涵盖神州，结合五德终始学说建构政权

传承，又使得胡族进入正统成为可能。

“五胡”或可指能够传承正统的五个胡族政权。“五胡”内涵嬗演，学界有五位胡族首领、五个胡族、五

个华北政权等不同观点。④ 如果从胡汉五德承接的角度来看，“五胡”似乎也可以用来指前赵、后赵、前燕、

前秦、北魏五个政权。此五政权疆域曾覆盖神州，又从五德中承接正统，且均为胡族所建立，故称。

（三）向正统称臣

永嘉南渡后东晋建立，大体限于淮河、长江以南，已不再是大一统王朝，但司马睿以皇室身份承袭西晋，

东晋仍被认为观念中的正统，即观念中西晋大一统王朝的继承者。若向东晋称臣，获得观念中的正统认可，

同样可以建构政权合法性。隆安四年 （４００）晋昌太守唐瑶反叛，推举李詗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李詗改
元庚子 （４００），追尊祖父和父亲，建立政权。建初元年 （４０５），李詗派遣黄始和梁兴到建康，向东晋奉表。
其奏表先写汉之一统，再述三国鼎立终归 “皇晋”，并回顾西晋历代帝王。从此脉络来看，汉代大一统王朝

深入人心，两晋传承正统，故有 “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绍命，迁幸江表”⑤ 之说。文中将前凉与东晋关系归

为中央与地方，载为 “故太尉、西平武公轨当元康之初，属扰攘之际，受命典方，出抚此州……晋德之远扬，

系此州是赖”。将东晋定位正统，载 “伏惟陛下道协少康，德侔光武，继天统位，志清函夏”。最终 “迫臣以

义，上臣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⑥。这一次上表确立了李詗与东晋之间的君臣关

系，即依托于观念中的正统传承，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角度谋得政权合法性建构。

胡族政权凭借占据神州具有了进入正统传承的资格。西晋以后的南北对峙，诸政权以疆域统一作为追求

目标，客观上离不开秦、两汉、西晋等大一统王朝的影响。由此，胡汉政权建构在目标上逐渐趋于一致，而

且胡族进入五德递嬗，加深了胡汉融合认同，为后世胡族政权建立在理论上开辟新的道路。

三、胡族政权建立者称号背后的秩序

十六国时期胡族政权建立前后，政权建立者往往有各种称号，成为窥探十六国政权合法性建构的又一视

角。其称号略有三个来源，其一，胡族本有；其二，中原政权曾赐予胡族；其三，中原政权创建且在中原政

权中使用。统一政权败亡之际，地方官员依托实际掌控区域，建立新政权，其主政者常沿用以往官职、爵位

等，并适当提升层级。胡族政权建立，有虚构官职、爵位的情况。十六国时期，这些空有其名的官职、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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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卷 １０４ 《石勒载记》。
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 ２期。
《魏书》卷 １０８ 《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７年。
陈勇：《从五主到五族：“五胡”称谓探源》，《历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 ４期；徐冲：《“五胡”新诠》，《文史》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

⑥　 《晋书》卷 ８７ 《李玄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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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有高低之分，成为政权间分辨上下之别的工具。胡族首领称号和虚构的正统王朝爵位、官职相结合，共同

服务于胡族政权合法性建构，走出胡汉融合的新路径。

（一）胡族政权建立者称号与汉晋官职、爵位的融合

十六国政权建立者曾以 “王”“天王”“皇帝”等名号昭示天下，反映出内迁各族所接受的汉文化和对国

家一统的认同。① 然十六国时期胡族政权建立者称号并不限于此，还涉及 “大将军” “大都督” “大单于”

“侯”“公”“牧”等自称。西秦乞伏国仁 “以孝武太元十年 （３８５）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
二州牧，建元曰建义”②。后凉吕光在听闻苻坚被姚苌所害后 “大赦境内，建元曰太安 （３８６），自称使持节、
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牧、酒泉公”③。后燕慕容垂 “以太

元八年 （３８３）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④。南凉秃发乌孤于隆安元年 （３９７）“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
单于、西平王，赦其全境，年号太初”⑤。

十六国时期的 “王”“天王”常是建立政权之初政权建立者的称号，作为 “皇帝”的前奏和过渡。秦朝

“皇帝”之称使用前，“王”常作为政权首领专称，其后转变为最高等级的爵号。前述乞伏国仁等所用称号更

多源于以往正统政权中央授予的官职和爵位，尤以汉代居多。“大将军”“大都督”“牧”可归为官职一类，

且 “大将军”“大都督”与军事职能相关。“牧”为 “州牧”是中国古代官职名称，汉武帝设十三州部刺史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侯”“公”则是爵位。三者兼备，即领兵征战、管理民政、地位尊贵集于一身，彰显了

政权建立者在某一地域范围内的最高权力。

从时间来看，西秦乞伏国仁、后凉吕光、后燕慕容垂、南凉秃发乌孤建立政权都是在淝水之战以后。此

前已有政权使用 “王”“天王”“皇帝”等称号，显然不是不知，而是知而不用。从族属来看，乞伏国仁、慕

容垂、秃发乌孤同属鲜卑，吕光则为氐人。无论是鲜卑、还是氐，在此前都曾建立过政权，不是没有传统。

“大将军”“大都督”“侯”“公”“牧”诸称均在汉代就已使用，本为中央授予，有其权力、地位、待遇、荣

誉等。淝水之战后，北方的短暂统一再次解体，早已没有统一的中央，也没有授予这些称号的中央政权。然

而，这些称号历经魏晋，在十六国时期沿用，仍有汉代遗韵，可以作为政权合法性建构的来源，客观上呈现

出大一统王朝在十六国中后期的影响力。

（二）称号高低之别的标准

十六国时期的胡族政权建立者称号，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高低差异。中原政权长期使用的官职、爵位，

中原政权曾赐予胡族的称号，均延续原有的层级划分，“单于”“左贤王”所代表的胡族称号体系也呈现出层

级划分。诸称号层级差异划分的标准却是汉代传统，具体依托秦汉以来的官职和爵位体系。

十六国时期的 “大将军”“大都督”“侯”“公”“牧”诸称，既可以是授予，也可以是自称，还可以是

先自称后授予，从而逐步发展为 “王”“天王”，服务于政权的合法性建构，但称号整体的递升脉络是按照秦

汉时就确立的秩序。吕光从前秦接受的称号只有使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为出征西域前授予。吕光占据凉

州后，陆续增加的称号有凉州刺史、护羌校尉。苻丕即位，授予吕光车骑大将军、凉州牧、领西域大都

督、酒泉公。大安元年 （３８６）再增中外大都督、都督陇右河西诸军事、领护匈奴中郎将。直至太元十四
年 （３８９）二月称三河王，太元二十一年 （３９６）六月称天王，立国号 “大凉”。吕光离世之前，“自号太

上皇帝”。

称号的授予与接受可以作为不同政权之间处理关系的工具。十六国时期，政权林立，围绕称号的授予和

接受展开争斗，从而明确政权之间归属，辨别的标准同样是秦汉以来的官职和爵位体系。后凉和南凉政权在

公元 ４００年前后并存，后凉吕光三次遣使授予秃发乌孤官职和爵位 （见表 １）。吕光授予封号的层级逐步提
升，但秃发乌孤的自称又在吕光所封层级之上，整体上遵循了大一统时代的高下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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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洪琳：《王、天王、皇帝———十六国时期各政权首领名号研究》，《西北民族论丛》（第九辑），２０１３年，第 ３５ ５３、３６５ ３６６页。
《晋书》卷 １２５ 《乞伏国仁载记》。
《晋书》卷 １２２ 《吕光载记》。
《晋书》卷 １２３ 《慕容垂载记》。
《晋书》卷 １２６ 《秃发乌孤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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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后凉吕光授予秃发乌孤的称号变化①

来源 军事统帅 爵位 行政 部落首领

吕光封 河西鲜卑大都督 冠军大将军 广武县侯

吕光再封 广武郡公

吕光三封 征南大将军 益州牧 左贤王

自称 大都督 大将军 西平王 大单于

伴随秃发乌孤实力的增强，职位和爵位都有提升。爵位中的 “公”高于 “侯”，行政级别上面 “郡”高

于 “县”。然而，无论如何增加，吕光授予的职位和爵位都不如秃发乌孤自称的级别高。大将军前面加了定

语，意味着是某一地域范围内，或某一专属事务的军事主官，直接称大将军，则更似最高统军将领。都督也

类似，大都督之称高于河西鲜卑大都督，后者只是河西地区鲜卑一族的军事首领。爵位中的 “王”是高于公

和侯的存在。

吕光、秃发乌孤分属氐族、鲜卑，二者称号博弈过程中，不仅上下之别依照秦汉以来之传统，而且区域

与称号的结合同样如此。秃发乌孤本河西鲜卑，其族长期生活在今青海、甘肃一带，祖上曾斩杀凉州刺史，

尽有凉州之地。无论是秃发乌孤自称，还是吕光授予称号，均围绕这些区域展开，使用了自汉代大一统以来

的区域称谓，并与官职、爵位相结合。军事和地方行政官职的叠加，意味着区域性军事行政权力的统一，增

强了秃发氏在地方上的认可。

四、胡汉融合谋求混一

十六国时期政权合法性建构需要获得胡汉共同认可，胡汉二元壁垒使得全面汉化短时间内难以实现，保

持胡族特色与融入中原文化相矛盾。这种矛盾也自然而然地在十六国政权主政者身上有所呈现，即认同部分

汉文化，又表现出强烈的反对。十六国时期该矛盾无法避免，胡汉各族也在摸索问题的解决方式。

（一）肢解记忆重构认同

十六国时期政权主政者在面对汉文化时表现出既接受，又拒绝的矛盾。赫连勃勃以 “夏”为国号，用征

召隐士的方式表明认同儒家文化，但并不尊重隐士，召而又杀。赫连勃勃至长安后，曾经征隐士京兆韦祖思，

韦祖思与赫连勃勃见面 “恭惧过礼”。赫连勃勃大怒，杀掉了韦祖思，并且说：“吾以国士征汝，奈何以非类

处吾！汝昔不拜姚兴，何独拜我？我今未死，汝犹不以我为帝王，吾死之后，汝辈弄笔，当置吾何地！”② 韦

祖思不拜姚兴，拜赫连勃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尊敬和认同，却被认为是 “不以我为帝王”。从尊重儒家

文化看，即便是没有获得认可，也不会当场杀害，何况赫连勃勃嗜杀成性广为人知，韦祖思之惧有赫连勃勃

自己的原因。

十六国时期文化认同的重构有时呈现出逻辑上的不连贯，或者前后矛盾之处。赫连勃勃以汉族祖先建构

自身，本匈奴刘元海之族，后改姓，理由也前后不畅。先述自己皇祖姓改姒氏，因 “音殊中国，故从母氏为

刘”，又说随母姓不合礼法，再说古人既有随父姓，也有随母姓。论及自己改姓时，突然说 “徽赫实与天

连”，自己贵为天子所以改姓，还强调 “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③ 赫连勃勃还曾称自己为大禹

之后，并要 “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④。既为大禹之后，不居华夏，反居幽朔，还时常与汉魏为敌。类似两

面性即使到唐代编撰 《晋书》时，仍有所感。《晋书》评价赫连勃勃 “淳维远裔，名王之余。啸群龙漠，乘

衅侵渔。爰创宫宇，易彼毡庐。虽弄神器，犹曰凶渠”⑤。肯定其名王之后，强调建造宫宇替代毡庐等功绩的

同时，认为其是 “凶渠”。

历史记忆的肢解和政治文化重组可以作为一种解释。陈勇曾指出匈奴五部之众的主要特征之一是 “利用

对匈奴族群、文化的记忆，构建出地缘乃至血缘的联系，形成特殊的内部凝聚”⑥。从匈奴来看，屠各刘氏张

扬匈奴传统，得到了匈奴、杂胡乃至五胡的认同，表现为政治、军事上的广泛支持。然而，十六国之际，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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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晋书》卷 １２６ 《秃发乌孤载记》。
③④⑤　 《晋书》卷 １３０ 《赫连勃勃载记》。
陈勇：《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 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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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之间的争斗，若只张扬某一种传统，似乎并不能获得所有支持，否则全面而深刻的汉化为何迟至北魏，仍

有诸多阻力。胡汉分治可以缓解一些冲突，但也会滋生新的问题。十六国时期胡汉融合成为大势所趋。

从十六国政权合法性建构来看，肢解历史，按需择要，重构记忆，赢得认同，是走出双重合法性困境的

有效路径，即同时获得汉人认可和胡族支持。可能有三点需关注：其一，肢解汉文化和历史的必要性。胡族

政权需要通过汉文化正统来提升其政权合法性，但一味推崇汉文化反而会降低本部族认可。其二，以重构胡

汉认同为目标，胡、汉文化都可能面临肢解。只是汉文化传承有序，后世结合历史来看，感受更明显。其三，

围绕胡汉交织展开重构。胡汉交往历史是胡汉融合的着力点，围绕交织点展开重构，有可能需要强硬粗暴的

切割，或者发挥想象的补充，难免就有违背历史，逻辑混乱的情况。

十六国时期政权合法性构建离不开 “天下为家”的观念。邢义田指出 “自秦汉以后，天下归天命所钟的

一姓所私有已不只是帝王一人的信念，而是一种深入人心的一般想法”①。十六国时期的君王无不想扩展疆域

至极致，统领万邦。赫连勃勃之统万城即得名于其 “统一天下，君临万邦”② 的志向。开疆拓土离不开政权

内部的稳定和支持，胡汉对立既不稳定，也很难形成合力，所以政权的合法性建构需要胡汉认同的重构。历

史记忆的肢解和重组客观上有益于增进胡汉了解，从而走向融合。

（二）称号融合的智慧

十六国政权合法性建构过程中，称谓上可以既保持民族特色，又融入中原文化，而胡族传统称号还可成

为政治博弈的手段。“单于”属于胡族本有称号，代表者各胡族最高权力，“单于”之称与汉文化特色明显的

称号并举，一方面有益于胡族政权争取胡汉的共同认可，另一方面也使胡汉融合进一步加深。“单于”所代

表的胡族称号也可融入称号次序中，与秦汉政治传统相结合，服务于十六国时期政权合法性建构。“单于”

常见于草原民族部落联盟首领之称谓，先秦时期已出现，匈奴头曼、冒顿时期已开始使用单于称号，乌丸、

鲜卑等族也有使用。“大单于”的称号最初是匈奴的最高首领，后来边疆草原地区的胡族首领也使用。左贤

王虽然珍贵，但只是大单于之下的职位。吕光授予的 “左贤王”是基于秃发乌孤本就有的权力和势力范围，

而胡族政权建立者多自称 “单于”。

胡族首领称号与中原称号体系并不完全一致，除了完全消除胡族称号，全面汉化之外，还可融于一体，

并行不悖。“单于”称号凸显胡族特色，又可扮演权力交接的助手，服务于权力过渡。十六国时期胡族政权

创建者的称号中往往有 “大单于”，具备延续草原部落组织脉络，笼络胡族力量等功用。然而，政权交接过

程中，“单于”有时会提前授予预定的继任者，如 “健僭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诸公进为王，以大单于授其

子苌”③。

胡族首领称帝之后，以 “太子”为 “大单于”，至少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明确了上下级关系，其内

涵涉及三个层面：第一层是父子；第二层是民族和政权，如氐族是前秦的一部分；第三层是皇帝与胡族首领，

凸显皇帝的权限要大于胡族首领的权限，即皇帝之位高于 “大单于”。另一方面是父死子继的过渡作用。传

统观念之下，国无二君，“大单于”称号的转移，可以理解为先移交胡族政治权力、地位，表达皇帝信任，或

者向大家表明继承人的地位，为下一步最高权力交接作准备。“大单于”称号与皇帝制度相结合，可谓富有

实用价值的政治智慧。

结语

从边疆视角来看，胡族迫于自然环境压力和自身发展需要，向文明靠近。文明的先进性对边疆各族具有

极大吸引力，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又使得双向奔赴具有持久性，形成了长期的中原与边疆互动。十六

国时期五胡入华，边疆与中原互动加剧，呈现出更加明显的胡汉差异。十六国时期政权合法性建构需要赢得

胡汉双方的支持，调和胡汉矛盾。文明的高低往往决定最终选择，但是十六国时期全面汉化难以赢得胡族支

持，短时间内无法推行，所以胡汉并行，谋求混一。

７８１

①

②

③

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 １４页。
《晋书》卷 １３０ 《赫连勃勃载记》。
《晋书》卷 １１２ 《苻健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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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国号和政权建立者称谓是政权宣告必备要素，也是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集中展现。十六国时期通过择

用国号和称号建构政权合法性略有两种形式：其一，从中央授予地方权力角度着手；其二，结合五德终始观

念融入古代正统递嬗脉络。二者共通之处在于从古代正统传承中寻求支撑，从夏朝、秦朝、两汉、西晋、东

晋接续。从夏朝接续意在进行胡族祖先形象的重新塑造，寻求胡汉祖先一致。东晋成为接续对象，得益于西

晋的短暂统一，东晋传自西晋得正统之位。秦、汉、西晋以大一统王朝被接续，尤以西汉最多。正统和大一

统王朝有重合，但不完全一致，缺少疆域统一的王朝可为正统，但不是大一统王朝，且后者影响后世更甚。

十六国时期常被形容为大分裂时期，中华覆败，给人以传承断裂之错觉。然从十六国胡汉政权合法性建

构路径来看，秦汉 “大一统”观念没有削弱，被胡族政权认同。秦汉大一统王朝先有统一政权，再推行制

度、文化、政治认同，而十六国时期统一政权暂缺，但基于胡汉融合需要，通过肢解历史，围绕胡汉交织节

点进行历史记忆的重构，进而在胡汉融合基础上使大一统王朝遗蕴以观念形式传承，并出现新发展：其一，

中央管理地方的传统被延续，即便中央暂时缺位，中央管理地方的观念也没有消失，可通过称号从更早的已

瓦解的大一统王朝中获取授权。其二，秦汉大一统王朝政治制度被延续，包括行政区划名称、官职体系、爵

位等级等。这些等级秩序成为胡汉政权建立者称号高低辨别的标准。诸政权之间又以授予和接受称号区分上

下之别和政权归属。其三，大一统王朝确立的等级次序开始更多地囊括胡族元素。单于、左贤王等称号融入

职官、爵位等级体系，胡汉称号并行不悖。其四，观念中的大一统王朝突破秦汉，囊括五胡在内的更多民族，

为更广泛地民族融合扩宽道路。

十六国政权合法性建构深化了胡汉交融，使北魏全面汉化成为可能，为隋唐大一统王朝的再度兴盛奠定

基础。十六国时期的胡、汉各族是多个源头，深度认同并再次走向统一后，又转变为新大一统王朝中的 “多

元”。由此，十六国时期 “胡”与 “汉”交融呈现出从 “多源”走向 “混一”的中华民族形成路径。

（责任编辑：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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